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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道德领域中的禁止性道德范畴。禁止性道德涉及我们不应该做的事，

相较于倡导性不道德行为，禁止性不道德行为因其普遍后果更为严重，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过往

研究证实声誉关注是人类进行各种社会活动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被他人关注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但还未有研究从欺骗行为的角度考察声誉关注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一个禁止性道德困

境(欺骗困境)，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观察被试在三种声誉关注水平下的表现有何差异。结果表明：

公开情境下个体选择报告的金额显著高于匿名情境与模糊情境，受到声誉关注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欺

骗行为，即使他们选择了欺骗，报告的数额大小也显著高于未受到声誉关注的个体。研究结论揭示了与

倡导性道德困境相同，在禁止性道德困境下，受到更多声誉关注的个体往往会表现的更加亲社会，并且

这种情况不仅仅适用于伤害困境，还适用于情绪冲突体验没有那么强烈的欺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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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rising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idea of proscriptive morality in the 
study of morality. Proscriptive mo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what we should not do, and unlike pre-
scriptive morality, proscriptive morality must be carefully evaluated by society due to their greater 
overall impact. Prior research has verified that one of the crucial elements that peopl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when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social activities is reputational concerns. Individuals 
who get attention from other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prosocial activity, no study has looked at 
the effect of reputational concer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eceptive activity. Using a proscriptive 
moral dilemma (deception dilemma), this study uses a one-way between-individuals design to ex-
amine how participants perform at three degrees of reputation atten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dividuals in the overt context chose to report significantly more amounts than in the anonymous 
and ambiguous contexts; individuals who receive attention from others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deceptive activity, and even if they do, the amounts reported are substantially larger than those who 
do not receive attention from other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imilar to prescriptive moral 
dilemmas, individuals who receive more reputational attention tend to behave more prosocially in 
proscriptive moral dilemmas, and that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harm dilemmas but also to deception 
dilemmas where the emotional conflict is less in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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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小到三餐饮食，大到人生抉择，我们的社会生活充斥着各类判断和决策。人

类因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总需要在不同情境下与他人进行交互行为，从而产生社会困境，即要求个体

必须在自我和他人利益最大化之间权衡(Rand & Nowak, 2013)。道德决策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决策，它不

仅要求个体考虑金钱、时间等物质成本上的得失，还需要考虑到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上的要求(Rilling & 
Sanfey, 2011)。近年，对道德的研究开始从行为(抑制&激活)和结果(消极&积极)两个方面划分为四个维度

(Janoff-Bulman et al., 2009; Carnes & Janoff-Bulman, 2012)。其中，禁止性道德是指我们不应该做的事，相

比于倡导性道德更强制也更具有谴责性(Janoff-Bulman et al., 2009)。理解个体在禁止性道德困境中进行决

策的影响因素，能让个体避免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树立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在禁止

性道德困境中个体是如何进行权衡的？其中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呢？过往研究表明，声誉关注是影响人

类道德与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利他行为总是在权衡现下损失与声誉传播为自己带来的未来可能

收益(Hardy & van Vugt, 2006; Tan et al, 2017)。而目前，关于道德决策的研究多考虑倡导性道德决策，即

助人行为，关注禁止性道德决策的研究较少。过往学者研究禁止性道德决策多用国外文化下的被试，而

这些研究也多是考虑金钱损失风险(Bixter et al., 2014; Arfer et al., 2015)，未将风险控制为仅有声誉损失风

险。基于此，本研究将金钱损失风险这一因素剥离，单纯考虑社会风险(声誉损失风险)和决策之间的联系，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采用一个欺骗困境的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探讨不同声誉关注水平对禁止性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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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决策的影响。 

1.1. 基于自我调节双重系统的道德分类 

从人类社会有意识的形成开始，道德规范的定义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在过往道德决策的相关

研究中，经常通过设置“迫选任务”诱发更大的决策冲突和负性情绪考察个体道德决策的相关机制以及

影响因素，这样的研究方法常常是脱离现实情境的(Zhong et al, 2017)。Janoff-Bulman 等人(2009)的一项研

究中考虑自我调节双重系统–行为激活系统(BAS)和行为抑制系统(BIS)的核心作用，以趋近–回避动机

为框架将道德规范划分为倡导性道德和禁止性道德(Janoff-Bulman et al., 2009)。前者以行为激活为基础，

关注我们应该做的事，后者以行为抑制为基础，关注我们不应该做的事(Janoff-Bulman et al., 2009)。研究

中指出，虽然伤害和帮助似乎是对立的两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伤害的反义词是避免伤害，而不是

帮助，因为克制伤害别人不代表就要帮助别人；同样，不帮助别人也不代表会伤害别人，所以这两种道

德的表现代表了不同形式的动机(Carnes & Janoff-Bulman, 2012)。并且，Carnes & Janoff-Bulman (2012)还
提出这里的“道德”一词实际上是二元体系视角，包含了道德与不道德，比如倡导性道德又被划分为倡

导性道德行为和倡导性不道德行为。简单来说，可以从行为(激活&抑制)和结果(道德&不道德)将道德分

为四类(Carnes & Janoff-Bulman, 2012)。比如捐赠金钱这个行为是需要我们激活的，激活成功则为道德，

激活失败则为不道德，前者为倡导性道德行为，后者为倡导性不道德行为；禁止性道德领域则与动机的

抑制相关。前人研究表明，禁止性不道德行为涉及强烈的动机，而倡导性不道德行为涉及缺乏动机，两

类道德行为应该存在不同的心理机制(Janoff-Bulman et al., 2009; Noval & Stahl, 2015)。据此，本研究决定

从该划分角度研究禁止性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 

1.2. 声誉关注 

多项研究发现声誉关注是影响道德决策的一个潜在重要因素，该因素往往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

会行为(Arfer et al., 2015; Fu et al., 2015; Zhan et al, 2020; Zhan et al, 2022)。例如，Hallgeir 等人通过独裁者

博弈任务发现相比于匿名捐赠，公开条件增加了被试对声誉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个体的捐赠行为(Sjåstad, 
2019)；Bereczkei 等人(2007)试图区分声誉关注对慷慨的直接影响和利他动机，发现当志愿者的行为被公

开时，志愿者的比例从 25%跃升到 50%；还有学者从进化博弈论视角出发，发现人群中间接互惠行为的

存在是声誉机制的结果，声誉因素常作为第三方信息参与到个体行为决策中去(Liu & Xin, 2011)。那么，

声誉关注是如何对个体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竞争性利他主义(competitive altruism)，
即人们之所以表现出利他主义，是为了塑造可靠形象，并在未来获取更多利益。当个体发现损失利益提

升名誉可以带来更多回报时会表现的更利他，反之则不然，这种利他主义也被称为“利己的利他主

义”(Barclay & Willer, 2007; van Vugt & Iredale, 2013; van Baar et al., 2019)。而另一种解释则是声誉提升

理论，即个体总是希望展示他们想要展示的社会身份，并不遗余力的尽可能维持这一身份(Emler, 1984)。
在这一理论中，声誉更多的被强调成一种集体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体对自己的印象(Hopkins & Emler, 
1990)。由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从小被教育重视群体和谐，注重群体联系，并且对于社会交

际和人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具有更强烈的态度和意识(Markus & Kitayama, 2014)，该理论在东方国家尤为

适用。故而，对于本研究中所采用的中国被试，声誉关注这一因素应当会显著影响到他们的禁止性道德

决策。 
近年在道德领域，关于倡导性道德范畴的研究居多，特别是其中的助人行为，即个体是否愿意损失

自己的金钱或时间去帮助他人(Zhong et al, 2017; Yang et al, 2017; Zhan et al, 2020)。而禁止性道德范畴上

的研究较少，即个体是否愿意为了增加自我收益来主动欺骗或伤害他人(Janoff-Bulman et al., 2009; Zhan et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7414


颜文成 等 
 

 

DOI: 10.12677/ap.2025.157414 155 心理学进展 
 

al, 2022)。那么，声誉关注对禁止性道德决策的影响机制是否会和倡导性道德有所差异呢？此外，个体感

知到的声誉关注水平一般是通过设置不同匿名程度的声誉关注情境(公开&匿名&模糊)来进行操纵的，不

同情境下感受到的声誉损失风险不同。声誉损失风险即个体感受到的声誉受损的可能性。例如，当个体

被告知决策会公开时，通常会意识到利己的自私行为将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极大影响，此时风险是极大

的，故而表现的更加亲社会；匿名情境下则恰恰相反。并且，风险水平与决策的密切关系在神经影像学

上也有体现，一系列脑成像证据显示，二者在认知机制和神经激活上是存在相似性的(Palmer et al., 2013)。
例如，Shenhav & Greene (2010)发现个体在做道德决策和经济决策时，大脑腹内侧前叶皮质和腹侧纹状体

都表现出明显的激活，并由此推测道德决策同样受到风险水平的影响。还有学者也发现道德决策中的风

险信息会调节个体的判断和决策，低声誉损失风险下个体会做出更多的道义性选择(Fu et al., 2015; Lee et 
al., 2018)。但是，上述研究基本都是通过操纵金钱得失的概率来观察个体在道德决策中是如何受到风险

水平影响的，对于风险水平的设置都来自于决策任务本身的经济风险，而这往往容易引起被试对自私行

为进行辩护(Bixter et al., 2014)，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试本该感受到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也是风

险的一种，与人类社会中的日常决策同样息息相关(Zhan et al., 2020)，对其进行探讨也具有现实价值与意

义。故而，我们可以考虑剥离过往探讨风险水平与道德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的经济风险，排除被试对

自私进行辩护的行为，仅仅关注其中的社会风险，比如道德风险(Bixter et al., 2014)。道德风险是指当一

个人的决定的潜在负面后果将由第三方承担时，一个人就被称为处于道德风险之下(Arfer et al., 2015)。声

誉损失风险作为道德风险的一种，与道德决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由于声誉是基于社会道德评价形成

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受声誉关注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过往研究基本来源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国

外样本，而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的思想，中国社会具有讲关系重和谐的儒家

社会特征。有学者对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中，由于注重背景关系，

多数个体对社会形象的重视程度远高于自身形象，这也对他们的自我价值来源和行为表现产生了不同程

度影响(翟学伟，2013；Wei et al, 2023)。那么，中国文化下的国内样本在承担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险时，他

们的禁止性道德决策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3. 近年研究 

现有考察声誉损失风险与禁止性道德决策关系的研究中，只有 Zhan 等人(2022)通过一个涉及电击伤

害与金钱收益的两难权衡任务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个体在伤害困境下的道德决策遵循着一种

“利己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声誉关注在抑制个体自私倾向和消除决策所带来的可能的厌恶情绪和

认知冲突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受声誉关注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根据前人研究，禁止性道

德范畴被定义为个体是否为了增加自我收益来主动欺骗或伤害他人(Janoff-Bulman et al., 2009)。而伤害他

人(如电击)的情境显然比欺骗他人会产生更多的内疚与更强烈的情感冲突，那么声誉关注在二情境中的

作用是否一致呢？据此，本研究使用与 Zhan 等人(2022)相同的声誉关注操纵方法，通过“欺骗他人以增

加自己受益或者保持诚实”的两难权衡情境，以被试的不道德程度作为因变量指标，考察声誉关注对禁

止性道德困境中决策的影响。总体上，我们预期：不同的声誉关注水平会对欺骗困境下个体的道德决策

产生不同影响。 
综上，声誉关注对个体亲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并且在不同文化下存在差异。但目前在声誉关注与

道德决策领域的研究中，或是主要探究社会风险与风险决策的关系(Bixter et al., 2014; Arfer et al., 2015)，
或是考察社会风险与倡导性道德决策的关系(Fu et al., 2015; Lee et al., 2018)。而实验设计中不涉及金钱得

失风险，采用生长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被试群体对禁止性道德决策中社会风险(声誉损失风险)进行专门

探讨的研究较为缺乏。故为研究集体主义文化下声誉关注对禁止性道德困境中决策的影响，得出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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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关注会影响被试在禁止性道德困境中的决策，具体表现为，较于匿名情境，公开情境下的个体会做

出更少的禁止性不道德决策。 

2. 实验一 

实验一的目的为考察声誉关注对禁止性道德困境中个体道德决策的影响。我们通过向被试提供禁止

性道德困境，根据被试的不道德程度来观察个体禁止性道德决策。 

2.1. 方法 

2.1.1. 被试 
采用 G*Power3.1 来确定样本量，效应量 f = 0.4，α = 0.05，计算结果表明，需要 66 名被试达到 0.8

的统计检验力(Faul et al., 2007)。选取安徽某大学在校健康大学生 107 人，随机分配至三种声誉关注处理

中，实验结束后，剔除长期接触国外文化、有在国外文化下的成长经历、不理解实验材料、不认真完成

实验任务、怀疑实验真实性的数据 15 份。共收得有效数据 92 份，其中男生 21 份，女生 71 份，年龄为

19~27 岁(平均年龄为 20.8 ± 1.684 岁)，所有被试均在实验结束后接受 10 元真实金额奖励。 

2.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声誉关注水平(决策结果有多大程度被他人看到)，包括匿名、

公开、中性(模糊)三个水平。因变量操纵为不道德程度，计算公式为不道德程度 = 1 − 不诚实被试的报告

金额/100，数值越高则代表行为表现越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不道德程度并没有指

责参与者的意思，仅是我们对于实验数据的一种称呼。对于诚实被试(即如实报告全部金额的被试)，由于

本实验关注的是禁止性不道德行为(即不诚实行为)，故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中。 

2.1.3. 实验材料 
禁止性道德困境： 
Bixter 等人(2014)在一项道德风险的相关实验研究中，采用赌博任务来研究共同损失与个体风险敏感

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减少受试者的社会距离并没有降低他们的共同损失赌博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当

回报随机时，更容易为自私行为辩护，即被试会认为赌博本来就是一件概率事件，对方的损失并不是他

们自私行为的必然结果。本研究为了消除这种金钱损失的不确定性，避免辩护自私行为心理的出现，采

用一个简单的“欺骗以增加自我收益”的情境来测量被试在禁止性道德困境中的决策。在该任务开始时，

电脑上会呈现：“接下来你的电脑上会呈现一个随机金额 m，你的搭档为完成他的实验任务，得知道 m
是多少。你需要在等会儿呈现的对话框中报告一个金额 a (a ≤ m)，之后你的搭档会获得 a/2 的游戏积分，

你会获得 m − a/2 的游戏积分。比如你得到 m = 200，但选择报告 a = 150，则搭档获得 a/2 = 75 积分，你

获得 m − a/2 = 200 − 150/2 = 125 积分。”，下一幕会呈现报酬规则：“实验结束后，大家都会得到一笔

报酬。你的报酬为固定的 10 元 + 额外的奖励(与游戏积分相关)。你报告的 a 越大，则获得的额外奖励越

小，当 a = m 时，只有固定 10 元。他的报酬与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相关。你报告的 a 越大，则他的任务

越简单，越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当 a = m 时，他必定能完成任务。” 
通过以上实验材料，拟将被试置于一个欺骗他人以获取更多收益&保持诚实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一个

道德困境中。与传统道德两难困境实验不同的是，被试并不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使被试选择欺骗，

欺骗的程度也是被量化的，完全由被试自己决定告知对方多少金额。欺骗越多对方受损越多、自己得到

越多，反之则没有额外奖励。这也对应了随后采用不道德程度来操纵本实验的因变量指标。 
声誉关注的操纵及感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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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rfer 等人(2015)对声誉关注的操纵方法，在进行决策任务之前，被试的电脑上都会根据随机分

配的实验条件显示一条信息，在匿名条件下，信息是“你的搭档不会被告知你做了什么选择，也不知道

你的行为会影响他的收益”；在公开条件下，信息是“任务完成后，你的搭档将看到你的决策结果，以及

知道你的决策是如何影响他们收益的”(Arfer et al., 2015)；在模糊条件下则不会呈现与声誉相关的任何信

息。在完成相应任务后，电脑会先弹出一个界面向被试解释清楚声誉的概念，即“声誉可以理解为名声，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你的社会形象，本实验中可以解释为搭档对你的印象”。之后要求他们填写一个可

能性 9 点量表(1 = 一定不知道，9 = 一定知道)来确保被试读懂了前面的情境材料。最后再填写一个声誉

关注感知的 9 点等级评定量表(1 = 一点也不觉得个人声誉会受到影响，9 = 觉得个人声誉会受到很大影

响)，即通过一个声誉关注感知量表来证验证声誉关注的操纵是有效的，数字越大说明被试感知到的声誉

损失风险越大。 

2.2. 实验程序 

在所有被试参与实验前，先通过一个预实验问卷收集被试的基本信息。随后详细的实验流程参考

Arfer 等人(2015)在一项研究声誉关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赌博任务。成对参与者依次被带到

两个实验室，为避免性别因素的后续可能影响，所有被试均不知道搭档的性别。每次实验只安排两人，

每位参与者被口头告知：“欢迎参加我们的实验，在这个任务中有两种类型的参与者，分别为甲组和乙

组，为避免性别对你们的决策产生影响，我们将你的搭档安排在楼下另一房间。接下来，你们将被分配

到不同组，而不同组有不同的任务。实验全程由你独自在房间中通过电脑进行，在实验完成后，会询问

你几个问题。之后你们会被带到同一实验室，让你们分别填写一些其他信息。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实验吧。”

在进入正式实验前，参与者并不知晓甲组可以在导致乙组损失的任务中为自己获取利益。并且，所有被

试都被分配到甲组，之所以使用这种欺骗，是因为本实验的目的是探究个体在禁止性道德困境中的决策，

而将个体分配到不参与决策的乙组会浪费被试(Arfer et al., 2015)。在与实验人员会面之后，为了提高实验

的真实性，我们会在电脑上告知参与者本研究内容丰富，全程在线上平台进行，要依次进行 2 个独立研

究。其中，研究 1 为行为决策实验，研究 2 为感知能力测验，为避免时间消耗，请尽量快速作答。事实

上，研究 1 为欺骗困境的决策任务，研究 2 为声誉关注的操作性测验。 
 

 
Figure 1. Experiment flow chart 
图 1.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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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全程在 E-prime 2.0 专业平台上进行，实验全过程均无时间压力，被试在完成每一项后可以自行

按键跳转至下一项。在正式实验中，首先电脑屏幕上会呈现指导语，在 500 ms 的注视点之后，会告知被

试被分配到了哪一组；之后再次呈现注视点 500 ms，依次告知被试甲组的任务信息，以及具体的实验报

酬规则；然后向被试提供情境线索(公开&匿名&模糊)，在同一页面呈现被试得到的金额 m，被试的任务

是在下面的对话框中输入想要提供给搭档的金额；最后是一个操作性检验，具体通过两个九点评分量表，

以检验被试是否认真阅读材料以及声誉关注处理的有效性。详细流程可参照图 1。 
在所有实验任务完成后，我们会询问被试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是否有国外文化下的成长经历、是

否接受过系统的国外教育等。通过确保被试相信搭档的存在，并且未猜测到实验目的，以便排除一些未

理解的被试以及不合理的数据。由于进行欺骗行为可能会对被试产生一定的心理伤害，并且将决策结果

展示给他们的搭档是不道德的，结束后参与者会被告知实际上所有人都是甲组，乙组只是一个虚构的对

象，他们的最终决策将会被严格保密，所有游戏积分只用作数据处理。并且，在招募被试时，他们只知

道会根据表现提供一定的真实金额奖励，并不清楚具体能拿到多少钱，实验结束后，每位被试都会获得

固定的 10 元钱奖励。 

2.3. 结果 

2.3.1. 声誉关注的操作性检验 
对声誉关注的主观声誉感知评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声誉关注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2, 89) = 

34.465，p < 0.001，ηp
2 = 0.436。事后多重比较显示，模糊组(MD = 4.27, SD = 1.363)自我报告的声誉关注

感知评分显著低于公开组被试(MD = 5.97, SD = 1.332)，但显著高于匿名组被试(MD = 2.97, SD = 1.586)，
ps < 0.01，随着情境中声誉关注水平的提高，被试主观感知到的声誉受损的可能性及程度也会增加。该结

果表明声誉关注的操纵有效。 

2.3.2. 禁止性道德困境下的道德决策 

 
Figure 2. Degree of immorality of subjects at three levels of reputational concern (note: error lines indicate standard errors) 
图 2. 三种声誉关注水平下被试的不道德程度(注：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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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声誉关注水平组的年龄差异不显著，F (2, 89) = 0.155，p = 0.856。禁止性道德决策中个体所报告

的游戏积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 (1, 90) = 0.004，p = 0.952。此结果表明年龄和性别对禁止性道德

决策不存在影响，因此，两变量不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匿名组收得有效数据共 30 份，其中 0 人选择诚实报告(即如实报告全部金额)，模糊

组共 30 份，其中 1 人选择诚实报告，公开组共 32 份，其中 4 人选择诚实报告。由于本实验关注的是禁

止性不道德行为，诚实数据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中。 
对三组被试所报告的游戏积分进行处理，得到他们的不道德程度，而后对该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声誉关注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2, 84) =13.534，p < 0.001，ηp
2 = 0.244。事后多重比较表

明，公开组的不道德程度得分(MD = 0.38, SD = 0.18)显著低于匿名组(MD = 0.65, SD = 0.19)和模糊组(MD 
= 0.50, SD = 0.23)，p1 < 0.001，p2 < 0.05；匿名组的不道德程度得分显著高于模糊组，p = 0.009 < 0.01，
结果如图 2 所示。 

3. 讨论 

本实验采用一个欺骗他人以获取更多收益或保持诚实不获得额外收益的禁止性道德困境，探讨在三

种不同的声誉关注水平下个体的不道德程度是否会有变化。结果发现：与公开组和模糊组相比，匿名组

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并且当选择欺骗搭档时，往往欺骗的程度也更大，显著高于其他两

组个体；与模糊组相比，公开组会表现出更多的行为。这表明，不同的声誉关注水平会对欺骗困境下个

体的道德决策产生不同影响，假设 1 得到证实。 
就本研究而言，公开组个体会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决策结果将被曝光给搭档。对他们来说，这样“明

目张胆”的损害他人利益为自己牟利是一个“道德风险”很大的行为，故而多会选择不作出欺骗行为，

即使选择欺骗，也会报告较多的游戏积分；匿名组个体则承受“道德风险”较少，当选择欺骗时的欺骗

程度也会相应增大。 
通过实验结束后的口头询问，我们排除了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丰富了集体主义文化

下声誉关注与道德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研究中三种声誉关注水平均会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

响，该结果与过往国外大部分研究一致，即声誉关注是影响道德决策的一个潜在重要因素(Arfer et al., 2015; 
Fu et al., 2015; Zhan et al., 2020)，不论在个体主义文化还是集体主义文化下成长的被试，声誉关注都可以

显著正向预测他们的亲社会行为。这也符合前文论述中所提及的，在讲关系重和谐的儒家社会中，对社

会形象的重视会对个体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翟学伟，2013；Wei et al., 2023)。但是，本研究并不能说

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在欺骗困境中的决策是否会有显著差异，这是由于本实验并未设置一个个体主

义文化下的对照组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未来可以考虑采用个体主义文化下的被试进行对照实验，进

一步探究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背景下成长的被试在道德决策上的差异。此外，根据前人定义，禁止性道

德被定义为个体是否愿意为了增加自我收益来主动欺骗或伤害他人(Janoff-Bulman et al., 2009)。Zhan 等

(2022)在一项探讨声誉关注、自我相关性与禁止性道德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采用了新颖的伤害困境，通

过“电击”操纵道德决策这一因变量，这属于典型的个人情感冲突强烈的道德困境。而目前暂未有学者

探讨在欺骗困境下个体的决策是否仍会受到声誉关注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的一项创新之处。 
与本实验结果并不相同的是，Bixter 等人(2014)的一项关于道德风险的共同损失赌博实验中，发现减

少社会距离并不能降低个体的赌博行为，随着道德风险的增大个体仍旧选择让搭档承担自己一手造成的

风险。但是，Bixter 在后续中解释这是由于赌博任务存在一个“回报随机”的特殊性，即当赌博失败导致

搭档利益受损时，个体会归因于赌博本身就有概率失败，搭档的损失是由这个概率造成，并不是他们自

私行为所导致的(Bixter et al., 2014)。出于这种想法的个体根本不会在意道德风险的高低，因为不管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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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还是匿名，搭档的损失都与自己无关，自己并不会承担道德压力，这一行为也被称为“自私行为的辩

护”。故而，本实验的另一个创新点在于排除了金钱损失风险这一因素，只将道德风险考虑在内。当个

体选择欺骗他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以获取更多利益时，这完全出于自身选择，此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

道德压力，考虑声誉损失风险。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支持竞争性利他主义这一理论。这是由于本研究并没有将自我相关性这

一因素考虑在内，即未把搭档分为不同社会距离的多个水平(Zhan et al., 2022)，所有搭档都是陌生人，故

而对于个体来说，提高声誉并不能带来后续未来的可能收益，不存在间接互惠行为。但是，这也恰恰证

明了即使没有后续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有很强的群体意识，重视群体

和谐和社会关系，注重维持自身所一贯展现出来的社会形象(翟学伟，2013；Wei et al., 2023)，为声誉提

升理论补充了证据(Emler, 1984)。 
总而言之，本研究从近年来道德划分的两个新维度出发，将道德分为禁止性道德和倡导性道德，考

察在一个欺骗困境中个体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声誉关注这一因素影响。结果发现与倡导性道德困境相同，

禁止性道德困境下的个体决策同样也会受到声誉关注水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个体受到的声誉关注程度

越高，表现的亲社会行为越多，并且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情绪体验强烈的伤害困境(Zhan et al., 2022)也存

在于情绪体验并不是特别强烈的欺骗困境。较于过往常采用传统的道德两难困境通过“迫选任务”来探

讨个体道德决策的研究，这一新维度更能全面的反映出社会中的道德困境，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因为

现实世界中很少存在极端的两难困境，当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中，并不是只有两个选项，常常要权衡多个

因素进行考虑，做出的选择也不是非此即彼的(Zhong et al., 2017)。同时，本研究也未探讨被大量研究的

助人行为(Bereczkei et al., 2007; Sjåstad, 2019; Yang et al., 2017)，而是从欺骗行为这一角度出发，丰富了道

德决策的研究领域。此外，相比于倡导性道德行为，禁止性道德行为更强制也更具有谴责性(Janoff-Bulman 
et al., 2009)，违反禁止性道德所造成的破坏也远高于前者。本研究结果为现实中个体的禁止性道德决策

的预测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了解禁止性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通过简单操纵声誉关注减少个

体的禁止性不道德行为，让个体避免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更好的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研究主要针对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被试，意图为集体主义文化下声

誉关注与道德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补充证据。但仅仅通过询问被试相关问题来选取被试，这样只能

做到简单筛选，这是因为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不意味着内心认同的就是集体主义文化。过往有很

多学者提出多种个体主义的测量方法以及如何评估被试的个体主义水平，未来可以考虑采用更为科学的

测量方法(例如通过框架直线任务、启动任务等)来筛选有效被试(黄任之等，2016；Kitayama & Park, 2007; 
Brewer & Chen, 2007)。其次，过往研究表明，性别这一个体差异因素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Diek-
man & Clark, 2015)，理应也会对同样涉及道德冲突的禁止性道德决策产生影响。虽然在 2018 年的一项关

于不同具体情绪对助人决策影响的研究中，结果证明助人决策情境中被试的性别不存在显著差异(邓华强，

2018)，但是该研究指向的是个人情绪体验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倡导性道德困境，而非禁止性道德困境。本

实验也通过方差分析证明了年龄和性别对禁止性道德决策不存在影响，但并未深入探究个体差异是否会

对禁止性道德困境下的决策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在不同欺骗困境中个体决策的性别差异和性别

相似性。最后，除声誉关注外，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情绪也会参与到个体的决策中去，特别是偶然情绪

(Barasch et al., 2014)。有研究表明，偶然情绪因其独立于决策任务而存在，是预测各种决策的重要信号

(Yates, 2007; Yang et al., 2017; Jiang & Sun, 2019)，而本研究却并没有将被试的情绪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

并且，本研究所设置的自变量“声誉关注水平”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风险的操纵，而大量研究表明风险

评估领域与具体情绪理论(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 理论)中的确定性(certainty)和控制感(con-
trol)这两种认知评价维度息息相关(Smith & Ellsworth, 1985; Lerner & Keltner, 2001; 徐富明等，2014；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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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明等，2015)。故而，为进一步推进禁止性道德决策、情绪与社会风险(声誉损失风险)三者之间关系的

研究，未来可以考虑探讨不同具体情绪对禁止性道德决策的影响，并考察声誉损失风险在其中的作用。 

4. 结论 

本实验通过一个欺骗困境考察不同声誉关注水平对禁止性道德困境下个体决策的影响，让被试在损

人利己或保持诚实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1)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声誉关注会影响个体在欺骗困境中的决策。具体表现为，受到声誉关注的个

体会表现出更少的欺骗行为，即使选择了欺骗，欺骗的数额大小也远低于未受到声誉关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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